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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教育学的视角 

李润洲 

摘要：说明了研究生思辨写作的概念，即思辨写作是指借助概念、判断与推理展示思与想的过程

及其成果。认为思辨写作虽然千姿百态，但因其共享着相同的研究范式而具有特定的内在逻辑。这种

特定的内在逻辑至少有三：一是澄清核心概念，夯实思辨写作的根基；二是践行辩证思维，展示思辨

写作的深刻；三是证成价值命题，实现思辨写作的旨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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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来看，思辨写作与实证写作相对。如果说实证写作信奉研究对象是外在于人的客观事实，那么思

辨写作则坚守研究对象是人参与其中的文化事件；如果说实证写作推崇实验、证明的研究方法，那么思辨

写作则运用理解、体验的研究方法；如果说实证写作旨在探求可重复检验的事物或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

那么思辨写作则旨在确定事物或现象应当满足的标准或规范。由此可见，与实证写作相对的思辨写作固然

不像实证写作那样具有相对统一的显性结构，而呈现为丰富多彩、千姿百态，但因其在本体论、方法论和

价值论上共享着相同的研究范式，从而使思辨写作具有特定的内在逻辑。那么，对于研究生而言，思辨写

作的内在逻辑是什么样的？ 

一、澄清核心概念，夯实思辨写作的根基 

无论是实证写作还是思辨写作，皆需借助概念展开。因为概念是人思维的细胞，也是人言说的逻辑起

点。如果说实证写作的概念是诉诸人的经验的操作性定义，具有相对的确定性；那么思辨写作的概念则是

灌注人的想象的意义概念，具有相对的可变性。不过，无论是诉诸人的经验的操作性定义，还是灌注人的

想象的意义概念，皆需具有明晰性。试想，倘若某人连自己言说的对象是什么都没有搞清楚、辨明白，那

么其言说就会散漫无边、不得要领，甚至不知所云，就只能以其昏昏而使他人昭昭。假如你要探讨教育问

题，那么就需先搞清楚“何谓教育”；否则，后续的言说就会信马由缰、胡言乱语。从这个意义上说，澄

清核心概念，才能夯实思辨写作的根基。 

一般而言，核心概念是言说的对象，常蕴含在思辨写作的题目中。比如，本文的核心概念就是“思辨

写作”。而澄清核心概念至少蕴含着三重含义：①澄清概念的价值，即阐述为什么提出这样一个概念，提

出这样一个概念蕴含着怎样的价值诉求。因为人的任何言说皆由“心动”所驱动。就写作而言，写作需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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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意向、情感汇聚于人的内心，才能拥有一种表达的欲望与冲动，正如朱熹在回答“诗何为而作”时

所言：“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则不能无思；既有思矣，则不能无

言；既有言矣，则言之所不能尽，而发于咨嗟咏叹之余者，必有自然之音响节族而不能已焉。此诗之所以

作也。”
[1]
实际上，不仅诗歌的创作是如此，其他文体的写作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正所谓“言为心声”。而

笔者之所以写“思辨写作”，是因为惑于有些研究生常常“下笔千言，但不知所云；挥洒自如，却言之无

物”之现象，想搞个明白、弄个清楚。②澄清概念的内涵，即用清晰、明白的语言概括、抽析出言说对象

的本质及其特征。概念内涵的澄清常采用两种方式：一则分解式分析，用麦金的话说，就是将一个概念的

构成要素爬梳出来，然后再合取这些构成要   素
[2]
。形象地讲，分解式概念分析就像用斧子劈柴将概念拆

分，先对概念的特征进行分解、剥离，然后再将概念的特征聚合，按照种差加属的规则定义概念。二则关

联式分析，即把概念放置于一个整体的概念网络中，考察各概念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将概念还原为最小单

位。通俗地说，关联式概念分析是将某概念与其邻近的相关概念联系起来进行辨析。③澄清概念的外延，

即在准确把握概念内涵的基础上阐述概念所包含的思维对象的类型或范围。而澄清了概念的外延，则可以

从不同的角度透视该概念，进而有利于多维度地展开分析与论证。由于概念内涵和外延的澄清皆服务于写

作的价值诉求，因此，在澄清核心概念时，先要澄清概念的价值，清楚自己为什么提出此概念，然后再澄

清概念的内涵和外延。 

然而，在思辨写作中，有些研究生却常常忽略对核心概念的澄清，其表现主要有三：①核心概念

的价值模糊，即未能告诉人们为什么提出这样一个概念，遮蔽了核心概念蕴涵的价值诉求。比如，在

《大学生自我教育的建构》中，理应通过揭示与大学生自我教育相反的概念——“他主教育”或“灌

输教育”及其表现，来阐释“大学生自我教育”的价值诉求，进而为下文的立论提供更加正当、合理

的价值定位；但论者却大而化之地直接论述“大学生自我教育”的价值，就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其论

证意义
1
。②核心概念的内涵朦胧，即核心概念界定得不清不楚，就随意地发表看法与议论。以上例来

说，论者在没有清晰界定“大学生自我教育”内涵的前提下，就畅谈“大学生自我教育的内在机制”

与“大学生自我教育的实践建构”，就会导致自己的言说看似怎么说都有理，但实际上却经不起仔细推

敲，稍加追问就会很尴尬，如：倘若“大学生自我教育意味着自我决定”，那么如何理解大学生的“自

我决定”与“外在纪律”的联系与区别？即使“大学生自我教育意味着自我决定”，那么大学生自我教

育的自我决定又具有何种特性与意义？其实，只要界定不清核心概念的内涵，那么后续的言说就会失

去逻辑支点，自己的言说就会陷入语言的迷宫之中。③核心概念的外延错位，即核心概念的外延与下

文阐述的内容发生了错位。之所以说核心概念是思辨写作的逻辑起点，不仅在于核心概念揭示了写作

对象，而且在于其蕴含着下文要展开的论述内容。而核心概念的外延则指示、蕴涵着下文要阐述的维

度。但有些研究生在思辨写作中却偷换了核心概念的外延，从而使核心概念的外延发生了错位。比如，

 
1凡是未标注的内容皆引自笔者盲审的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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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长课程领导力的个案研究》中，倘若将“校长课程领导力”界定为“校长在学校管理中以自身

知识、能力与情感等影响他人的能力”，那么“校长课程领导力”的外延就包含着校长所拥有的知识、

能力与情感对他人的影响力这三个维度，在探讨“校长课程领导力”时，就应从“校长的知识、能力

与情感”三维度切入与展开；但论者在分析“校长课程领导力”的缺陷时却从“人格魅力、课程目标、

课程实施”等方面展开论述，从而导致了核心概念的界定与下文的论述相互割裂的两张皮现象。 

当下，对于倾心学术的研究生而言，日益认识到核心概念界定的重要性，其困惑更多地表现为不

知如何澄清核心概念。而在澄清核心概念上，除了清晰概念的价值、内涵与外延外，还需注重以下几

点：①廓清某概念提出的认知、情感背景，阐述某概念是在什么背景下提出的。举例来说，在阐释“‘老

师说’话体”时，笔者开篇就写道：“在中小课堂教学中，不时地会出现‘老师说’或‘老师认为’，‘老

师告诉你们’等类似的‘老师说’的话语表达方式。”
[3]
此句就交代“‘老师说’话体”所提出的背景，

为阐释该概念提供了一个现实语境，也为下文对“‘老师说’话体”进行语境阐发奠定了基础。②多维

度呈现某概念的内涵。从不同的维度看，一个概念常蕴含着相异的内涵，而表达的严密性与准确性就建

立在对核心概念多重内涵的把握与认识上。比如，在《教师个人教育哲学的迷失与重构》中，笔者从“价

值旨趣、过程方式与内容构成”三个维度阐释了“何谓教师个人教育哲学”，认为“在价值旨趣上，教师

个人教育哲学彰显着教师独立、自主的人格”；“在过程方式上，教师个人教育哲学是一种基于经验与理

论双向互动的建构”；“在内容构成上，教师个人教育哲学是一种蕴含着多要素且呈现层级关系的复合

体”
[4]
；这就为下文揭示教师个人教育哲学的迷失与重构提供了论证前提。③个性化阐释核心概念。

对于研究生而言，核心概念的界定既不是照抄照搬某权威人物的定义，也不是重复呈现某概念词典式的

普遍意义，而是根据自己的观察、感悟与研究重新定义某概念。因为倘若照抄照搬某权威人物的定义，

那么自己的言说就只能是跟屁虫式的重复说；倘若重复呈现某概念词典式的普遍意义，那么自己的言说

就只能是平庸的俗见。如果说对于思辨写作而言，凡是有意义、有价值的主题，前人皆有思考与研究，

那么今人所能做之事，就无非是接着别人已说过的主题重新说而已；但重新说绝不能蜕化为重复说与庸

俗说，而是通过个性化的核心概念阐释重新说。 

二、践行辩证思维，展示思辨写作的深刻 

人之所以思辨，是因为所思辨的对象处在经验与超验的边界，它既在经验中，又超越了经验。如果对

象只在经验中，那么就无须思辨，而只需运用经验事实进行检验；如果对象只在超验中，那么就只需信仰，

也无须理性的思辨。因为对于信仰而言，越是神秘乃至荒谬，就越能激发人的敬畏与信从的心理。不过，

思辨写作的所思、所辨并不是人人皆知的庸俗见解，而是能启发人的超常道理；不是制造思想的平庸，而

是力求思想的深刻。而思想深刻则通常表现为透过现象深入本质、揭示事物的内在联系或说出别人没有说

出的道理等，诸如“巧言令色，鲜矣仁”；“夫唯不争，故莫能与之争”；“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等；这些

思想之所以被人代代传颂，就在于其透过现象深入了本质或揭示了事物的内在联系，说出了别人没有说出



  2020. 7 

4 

导师论坛 

的道理。可以说，思想深刻既是衡量、评价思辨写作的核心指标，也是思辨写作谋求、达成的理想境界。

从思维方式来看，要想展示思辨写作的深刻，则需践行辩证思维。 

辩证思维是一种全面、动态地认知事物或现象的思维方式，与“非此即彼”的二元思维相对立。历史

地看，辩证思维发端于古希腊，其典型形态是苏格拉底的对话。在苏格拉底的对话中，辩证思维就意味着

通过一问一答的对话，将论题层层推进、抽丝剥茧，最后得出真理，具体表现为在“正、反两种观点”中，

通过对立双方的辩论获得真理。后来，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将世界分为经验的现象世界和超经验

的本体世界，认为对于现象世界而言，人能够通过感性质料和知性形式把握真理，而一旦超越了现象世界，

人通过感性质料和知性形式获得的就是自相矛盾的命题，从而认为辩证思维是一种“幻相的逻辑”。而黑

格尔则把辩证思维理解为最高的思维方式，认为知性思维只有在辩证思维的统领下才有意义，并将古希腊

和康德式的一问一答、一正一反的辩证思维改造为“正、反、合”（正题、反题与合题）“三段式”。不

过，黑格尔的辩证思维最终演化为“绝对精神”的辩证运动，使辩证思维丧失了现实根基；而马克思则将

辩证思维植根于人类实践，将黑格尔“倒立”的辩证思维“正立”起来，使辩证思维重新回到其作为思维

方式的本来面目
[5]
。而就思辨写作而言，辩证思维至少蕴含着三重意涵：①在“一分为二”中展开对话与

辩论。辩证思维是在对立中寻求统一，即根据事物或现象所存在的相互矛盾的两个方面或要素进行全面思

维，在诸多对立的范畴如好与坏、有与无、生与死、理论与实践、自由与纪律、权利与义务、事实与价值

等中开展思考，避免看问题、想事情的片面性。②在“具体分析”中阐明自己的主张。从形式逻辑上讲，

二元对立的两范畴之间是无法调和的。比如，好就是好，坏就是坏；否则，就会犯自相矛盾之错误。但人

们面对具体问题时，通过具体分析则可以实现二元对立的两范畴的相互转化。比如，“好”在有些条件下

会变成“坏”；反之亦然。③在“正题、反题”中寻求“合题”。辩证思维并不止步于“一分为二”与“具

体问题具体分析”，而是通过对“正题、反题”的讨论，辨析其各自的缺陷，最后获得一个对某问题更为

全面、贯通的认识与理解，在二元对立的“正题、反题”中寻求“合题”。 

然而，在思辨写作中，有些研究生却缺乏辩证思维的意识，其表现主要有三：①“以偏概全”，即

以片面代全面，未能看到事物或现象具有的两面性。在思辨写作中，为论证自己观点的正确，常常故

意隐去相反论据，做着“选择性失明”之事，对某种观点只做正面事实的举例证明；而无视相反事例

的存在，缺少主动寻找“黑天鹅”的意识。比如，有研究生为了论证“真正的教育是自我教育”，就将

“训练”“塑造”视为教育的反面而一概否定，而未能阐述“训练”“塑造”在何种条件下是反教育的，

在何种条件下又是教育的构成要素；只是揭示了“训练”“塑造”对教育可能造成的伤害，而无视其在

学生成长中可能具有的积极作用。②“折中主义”，即在“一分为二”中简单采取“既这样，也那样”

的怎么都行的折中，而未能结合具体问题动态、多维地展开分析。这种“这样不好，那样也不好；而

应既这样，也那样”骑墙式的庸俗辩证，只能败坏辩证思维的声誉。比如，有研究生在探讨师道尊严

时，一方面认为师道尊严抑制了学生的自主、创新意识，应拒斥师道尊严；另一方面则认为师道尊严

是保持教育秩序的必要条件，应强化师道尊严。故此，在师道尊严上，既要维护师道尊严，也要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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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道尊严；而未能展开分析在何种情况下需要维护师道尊严，在何种情形中需要削弱师道尊严，从而

使自己的师道尊严观表现为无立场的“怎么都行”的“折中”。③“公理婆理”之争，即深陷于“正题

与反题”的论争中而不能自拔，在洞察事物或现象二元性的同时，却忽视了事物或现象的二重性，不

能从“正题与反题”中走向“合题”。的确，对于思辨写作而言，每个“正题”皆存在着一个“反题”，

且“正题”与“反题”皆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从而造成“公理婆理”之争。即使“公理婆理”之

争有助于人们看清事物或现象具有的二元性，但对于践行辩证思维的思辨写作而言，也不能止步于此，

而应通过辩证综合在“正题与反题”中阐明“合题”。 

倘若辩证思维意味着在“一分为二”中展开对话与辩论，那么就要清楚各方言说的立场、假设及其局

限性，在思辨性写作中自觉地摆脱“自我中心”，增强换位思考的“他者”意识，避免“以偏概全”的片

面。比如，在教学改革上，有学者站在实践者的立场，有学者则站在理论者的立场，那么即使赞同相同的

观点——“理念和技术是推动教学改革不可或缺的双翼”，但倘若一方基于实践者有理念而无技术，而

另一方则基于实践者有技术而无理念的假设，那么就不可避免地发生“多提升些技术，少推广些理念——

中国教学改革亟待转向”
[6]
与“中国教学改革亟待实现从理念推广到技术提升的转向吗”

[7]
的论争。而

论争的根源则在于对当下教育实践者素质状态判断的差异，二者之间并无截然的对立。倘若辩证思维意

味着在“具体分析”中阐明自己的主张，那么在思辨写作中就要问自己“概念界定是否清晰，证据是否

可信，推理是否合逻辑，结论是否有理由”等问题，具体、动态地把握、分析事物或现象所具有的相反

相成的两个方面，且基于概念进行合理判断与有效推理。而上述论争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对“教学技术”

的理解不同：一方认为教学技术是“内化在教师身上的各方面教学素质”；另一方则认为教学技术是“外

在的规定或固定的流程”；对相同的证据“杜郎口中学的‘三三六’”教学模式，却有相异的阐释：一

方认为“杜郎口中学的‘三三六’”教学模式是教师在“‘教学技术’方面的思考和智慧”，另一方则认

为“杜郎口中学的‘10+35’（教师讲解少于 10 分钟，学生活动大于 35 分钟）、‘0+45’（教师基本不讲）

等教学模式的效果言过其实，往往还是弊大于利。”
[8] 

并运用或然为真的归纳推理，各自得出相异的结

论。其实，双方论者对“杜郎口中学的‘三三六’”教学模式这一例证的解释，皆是自己事先预设的观

念所引导的“见其所想见”，而完整的“杜郎口中学的‘三三六’”教学模式则是理念与技术的融合与

综合，并不是仅有理念而无技术，或仅有技术而无理念；即使仅从技术上看，“杜郎口中学的‘三三六’”

教学模式也不是仅仅表现在教师讲授的时间规定上。倘若辩证思维意味着在“正题与反题”中获得“合题”，

推动认识上一个新台阶，那么就应将“公理婆理”之争提升为“公共说理”，即摆脱个人的预先假设、偏

好或成见，站在论题所涉及的对立双方的立场上，力争从“正题与反题”中探寻一种“融会贯通”的“合

题”。比如，有学者在批判教育经验主义现象时，就兼顾了实践者和理论者的立场，对造成教育经验主

义现象的根源进行了相对公允的分析，认为“教育经验主义现象的根源，主要在于教育经验对教育实践

者具有亲和力，而教育理论又过度学术化，说到底是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运行着不同的逻辑”，进而为论

证“消解教育经验主义现象”的价值命题——“揭示教育经验的局限”“改变教育研究的形象”与“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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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两种逻辑的会通”——提供了充分的论据支撑
[9]
。 

三、证成价值命题，实现思辨写作的旨趣 

任何写作皆是为了证成某道理，只不过，与实证写作不同，思辨写作所证成的道理并不是事实命题，

而是价值命题。对于事实命题而言，可以用命题与事实是否相符来证实或证伪；对于价值命题而言，因其

融入了人的主观欲求和价值设想，不同的人往往对相同的价值命题持有不同的观点，有时甚至截然相反。

因此，在有些学者看来，价值命题就无所谓真假，被拒斥在知识言说之外，如卡尔纳普就认为价值命题不

过是以判断的形式表达了一项指令而已，“它可能对人们的行为有影响，而且这些影响也可能符合或不符

合我们的愿望，但它却既不是真的也不是假的。”
[10]

的确，价值命题并不是事实描述，难以判断其真假，

但价值命题作为从事实判断中推出“什么是好的”的评价以及“人如何思考、言说与行动”的规范，却有

正确与错误之分，具有帮助人辨析善恶和指导人如何思考、言说与行动的意义。 

从形式上看，价值命题是表达“什么是好的”以及“人如何思考、言说与行动”的语句，它至少

有两种基本类型：一是表达“什么是好的”的评价命题，其中，既包括判断事物或行动本身是否为好

的目的价值命题，也包括判断行动手段是否为好的手段价值命题。二是表达“人如何思考、言说与行

动”的规范命题。就价值与事实的关系而言，自休谟提出从“是”推不出“应该”以来，学术界就从

不同的维度阐释了二者的关联。有的从主体维度来看，认为事实与价值皆是相对于人及其认识与需要

而言的，因此，即使是事实描述，也包含着价值诉求，事实与价值本来相互贯通，二者并不存在不可

逾越的鸿沟。有的从语义维度来看，认为“是”并不单单表述事实判断，也可以表述价值判断，比如，

“高铁是个好东西”；而“应该”也并非只是表达价值判断，也可以陈述事实，比如，“现在应该是中

午 11 点了”。有的从逻辑维度来看，认为价值命题是从事实与主体目的、需要、欲望的关系中推导出

来的，其推导的逻辑是大前提：事实是什么；小前提：主体的目的、需要、欲望是什么；两前提的关

系：事实是否符合主体的目的、需要与欲望；结论：应该（符合）或不应该（不符合）。从主体或语义

维度来看事实与价值的关系，实际上就否定了事实与价值的区分，认为休谟的“是与应该”的问题是

个伪问题。但不管怎样，事实命题与价值命题毕竟是性质不同的命题，虽然二者的证成皆需充足的理

由，但论证价值命题的理由与证明事实命题的理由有所不同。对于事实命题而言，只要命题与事实相符

就能获得证明；对于价值命题而言，因其既基于经验又超越了经验而指向“什么是好的”的评价以及“人

如何思考、言说与行动”的规范，则需基于事实进行价值判断，或通过事实判断—价值判断—规范判断

的“实践三段论”来证成规范命题。比如，边沁在论证“快乐是善”时，就基于人追求快乐而逃避痛苦这

一感性经验，从人的自然倾向中推导出“快乐是善”。他论证道：“自然把人类置于两位主公——快乐和痛

苦——的主宰之下。只有它们才指示我们应当干什么，决定我们将要干什么。”
[11] 

而禁止偷窃，其推理

过程则是事实判断（偷窃势必导致财产的无序转移）→价值判断（偷窃会危及个人和公共财产）→规范

判断（禁止偷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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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思辨写作中，有些研究生存在以下问题：①将“是”与“应该”截然对立起来，认为从

“事实”中推不出“价值”，对于学术研究而言，只要描述清楚了事实，且揭示了事实之间的关联，就

完成了学术使命，至于基于事实及其关联，人如何思考、言说与行动，那是行动者自己的选择，不应

纳入学术研究的视野。用马克斯·韦伯的话说，就是“一门经验科学并不能教给某人他应当做什么，

而只是教给他能够做什么”
[12]

。的确，对于自然科学而言，这种将“事实”与“价值”截然分开，不

仅不是一个缺陷，反而是研究成果获得承认的前提条件。不过，对于人文社会科学而言，由于其研究

的对象大多是文化事件，探讨的主要是人做事之理，因此就难免要涉及人行动的目的、动机和价值观等

因素，就难以将“事实”与“价值”截然隔离。②将“应该”建立在纯概念、理论的推导上，而无视从

“事实”推导“价值”的逻辑，从而使价值命题的证成凌空蹈虚、游谈无根。比如，有研究生在论证

“规范”与“规训”的区别时说：规范为大学生的行为设立界限，但它却不像规训那样阻碍大学生的

自由。相反，合理的规范保障着大学生的自由；而规训则阻碍着大学生的自由。只要规范在自身的限

度内引导大学生，它就不会蜕化为规训。从文字表述上看，论者说得也蛮有道理，其要表达的主旨是

“规范”“保障着大学生的自由”，而“规训”则“阻碍着大学生的自由”。但因没有具体实例的分析，

恐怕读者读后仍不知如何做才是“规范”的；在什么情况下，它才不会演化为“规训”？③无视目的

价值命题与手段价值命题的区别，认为只要手段是有效的，就是好的，而不知“目的价值命题是手段

价值命题的前提。如果前者正确，后者才可能正确；如果前者错误，后者必定错误”
[13]

。在“理念先

行”还是“技术先导”的教学改革的论争中，倘若有研究生参与论争，就应明确理念关乎教育目的，

而技术只是关乎教育手段，需在确认理念正确的前提下，来论证技术的有效性，而不是相反。因为没

有正确理念指导的教学技术，即使其再有效，也难以证成其合理性。比如，教授学生投机取巧、弄虚

作假的技术，其方法不管如何有效，皆毫无合理性可言，皆是不正当的。 

而思辨写作之所以要从“是”推导出“应该”，从根本上说，是由其研究对象的性质决定的。因为思

辨写作所关联的是人生活的目的、价值与意义问题，其言说就不能止步于单纯的事实描述，而是在事实描

述的基础上证成“什么是好的”的评价以及“人如何思考、言说与行动”的规范，需从“是”推导出“应

该”。而要证成“什么是好的”的评价以及“人如何思考、言说与行动”的规范，除了以思而辨外，别无

他途。因为对于感性直观完全可以明证的事物或现象，比如，河中流动的水，虽然哲人会思辨地说：“水

既在又不在”或“既在此又不在此”，但此种思辨既破坏了感性的确定性，也没有带来任何比感性直观

中更确切的明证性；同理，对于知性能够把握的共相来说，其明证性在于按照形式逻辑而将人抽象的共

相再回归为直观，也无须思辨。倘若将思辨用于感性或知性的内容，那么这种思辨就只能给辩证思维带

来坏的名声。但倘若要证成“什么是好的”的评价以及“人如何思考、言说与行动”的规范，这一相对

于具有必然因果关系的自然世界而言的“自由世界”，那么人就只能诉诸思辨，通过论证性语言来证成

其合理性。不过，话又得说过来，探讨“什么是好的”的评价以及“人如何思考、言说与行动”的规

范，并不是罔顾事实的信口开河，而是基于事实描述、通过价值判断而形成规范判断。比如，在《“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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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说”话体的蕴意、隐忧与超越》中，其规范命题——“增强自我意识，涵养教学勇气；关注整全学

生，重塑师生关系；展开对话教学，与学生一起成长”，是基于对“‘老师说’话体”蕴意的事实描述

——“教师‘自我’的隐匿，教师‘社会角色’的彰显和‘知识权威’的宣称”，并通过价值判断——

“‘老师说’话体”“抑制了教师的自我意识，阻隔了师生的情感交流，消弭着学生的独特观念”而证成的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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